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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2-4世纪：以海陆联运为主的交通方式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汉代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往返行程‹2›
。其中去程的记载较详，自中国

出发历经都元国、邑卢没国航行至谌离国后，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

余，有黄支国，表明这是一种海陆联运的交通方式。虽然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上述诸多地名所指位置的

认识不一
‹3›
，但比较一致的观点的是：文献中记载的路线是先沿中南半岛海岸线航行至泰国湾。存在争

议的是经过泰国湾后到达印度洋的航行线路：部分学者认为是由陆路穿越克拉地峡（Isthmus of Kra）到印

‹1›  秦大树为本文通讯作者，电子邮箱：qindashu@pku.edu.cn。

‹2›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0－1671页。

‹3›  吉里（Gerolamo Emilio Gerini）、藤田丰八、伯希和（Paul Pelliot）、赫尔曼（Albert Herrmann）、劳费尔（Berthold Laufer）、费琅（Gabriel 

Ferrand）、冯承钧、温雄飞、张星烺、劳干、许云樵、韩槐准、韩振华、岑仲勉、朱杰勤、谭彼岸、周连宽、李成林、陈佳荣、谢光、邱新民、黎道纲、樱

井由躬雄等中外学者都进行过研究，但结果不尽相同。参见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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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洋
‹1›
，也有学者认为是绕行马来半岛经过马六甲海峡

到印度洋
‹2›
。ª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º

‹3›
这一记载揭示

出该航线面临的双重风险：既存在被海盗劫掠的致命威

胁，又因古代航海技术的局限难以抵御恶劣海况，导致

船毁人亡的事故频发。

中南半岛的海岸线是海路连接泰国湾的必经通道。

考古资料显示，在越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发现了不少汉代

文物，如位于越南中部秋盆河谷的安邦（An Bang）、来仪

（Lai Nghi）、椰丘（Go Dua）和平安（Binh Yen）等遗址出土

了多面汉代的青铜镜，遗址中还零星出土了五铢钱、王

莽钱、铜铃及其他装饰品
‹4›
。在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

的海港遗址奥高遗址（Óc Eo，又称俄厄遗址）的考古中

也出土了中国汉代2至3世纪的陶器、青铜镜〔图一〕、镶

嵌玻璃或镀金的玻璃珠等
‹5›
。奥高遗址出土的典型器物

（如陶器与珠宝）的组合表明，1至4世纪期间，奥高与多地建立了强韧且多元的贸易联系，已发展成为

东西国际海路贸易体系中繁荣的滨海城市，与同期沿该贸易路线形成的其他重要枢纽如泰国南部的考山

考（Khao Sam Keo，又译作ª三乔山º）或今属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西部的一些岛屿遗址并立
‹6›
。

船行至泰国湾后，可经马来半岛中北部的地峡陆路联通印度洋，克拉地峡东西两岸遗址的考古发

现为我们认识早期海陆联行这一重要的交通方式提供了资料。2005－2009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的贝纳妮丝·蓓琳娜（Bérénice Bellina）研究员与泰国艺术大学合作，对地峡东岸的考山考遗址进行了

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与广州和广西合浦汉墓相同的玻璃珠饰，以及汉代的印纹硬陶和青铜镜。

‹1›  以伯希和、许云樵为代表，主张商船在克拉地峡经陆路转运至印度洋。参见Paul Pelliot, ª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º, i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04, Vol.4, pp.131-413；许云樵《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峡与地极》，载南洋学会《南

洋学报》第五卷第二辑，新加坡：南洋学会，1948年，第26－37页。

‹2›  以岑仲勉、韩振华为代表，认为汉代已具备绕行马来半岛经马六甲海峡的航海能力。参见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

1962年，第178－185页；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第63－79页。

‹3›  前揭《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70－1671页。

‹4›  Lam Thi My Dzung, ªSa Huynh Regional 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s in the Thu Bon Valley, Quang Nam Province, Central Vietnamº, 

in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29, 2009, https://doi.org/10.7152/bippa.v29i0.9480

‹5›  Bui Minh Tri, ªMemory of Oc Eo Ancient City and Funan Kingdom in Light of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º, in Вьеmнамские 

иссле∂ования, Т. 7. No. 1, 2023, pp.53-67.

‹6›  Bérénice Bellina, Aude Favereau & Laure Dussubieux, ªSoutheast Asian Early Maritime Silk Road Trading Polities’ Hinterland and the Sea-

nomads of the Isthmus of Kraº, i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54, 2019, pp.102-120.

〔图一〕 东汉青铜镜
越南安江省奥高 （Óc Eo） 文化遗址群Giồng Cát B考古点出土
胡志明市考古学中心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学部 （Center of Archaeology/ SISS, 
HCMC.）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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蓓琳娜指出，考山考是一处港口聚落，因而汇聚了来自南亚和南中国海东部等大范围区域的商品；同

时，当地也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生产各类珠饰
‹1›
。白云翔等考察了考山考遗址出土的遗物，其中重要

的中国遗物包括：两件汉代铜镜，一件为星云纹镜〔图二：1〕；一套西汉晚期至东汉的铜子母印章，其

中龟钮母印刻有阳文篆书ª吕幼公印º〔图二：5〕；一件秦汉时期常见的三棱锥形铜箭镞〔图二：4〕及80

多块汉代陶片，包括汉代岭南地区流行的印纹硬陶〔图二：2、3〕，以及可能产自浙江一带的釉陶和方格

状席纹陶器
‹2›
。不过调查者对出土陶瓷片的判断略有纰漏，根据刊布的图片大体可以判断，出土器物中

还有浙江曹娥江流域生产的汉代原始瓷器〔图二：6〕。根据蓓琳娜的报告，遗址中出土的广东产印纹硬

陶占多数〔图三〕。这些出土遗物不仅表明在早期阶段，中国器物的来源比较广泛，而且该地区主要的

输入品来自两广地区。除了考山考遗址出土了汉代铜镜外，克拉地峡东岸的泰国那空是贪玛叻府差旺县

（Chawang）出土了一面昭明连弧纹铜镜
‹3›
。地峡西岸的拉廊府邦库农(Bang Kluay Nok)遗址亦出土一面东

‹1›   Bérénice Bellina et al., ibid., pp.102-120. 

‹2›  白云翔、杨勇《班诺洼与考山考——泰国两处史前遗址的考察及相关问题讨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4期，第

82－99页。

‹3›  Amara Srisuchat, ªMerchants, Merchandise, Market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Thailand Concerning Maritime Trade Interaction 

between Thai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Before the 16th Century A.D.º, in Amara Srisuchat (ed.), Ancient Trades and Cultural Contacts in Southeast Asia, 

Bangkok: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Commission, 1996, pp.237-266.

〔图二〕 泰国考山考遗址出土器物
采自白云翔、 杨勇 《班诺洼与考山考——泰国两处史前遗址的考察及相关问题讨论》，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0年第4期， 第82-99页

〔图三〕 泰国考山考遗址出土印纹硬陶
采自Bérénice Bellina et al., “Southeast Asian Early Maritime Silk 
Road Trading Polities’Hinterland and the Sea-nomads of the Isthmus 
of Kra”, i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Vol.54, 2019, p.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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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期的神兽镜残片
‹1›
。

近年来，马来半岛以西印度洋地区的

海港遗址也有相关重要发现。2018 年，

法缅合作项目ª德林达依与海上丝绸之

路 º团队在缅甸最南端的德林达依省

（Thanintharyi）对马里万（Maliwan）和奥吉

（Aw Gyi）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马

里万发掘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检测数据表明

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与考山考遗址大约同期。奥吉位于马里万以西约 15 公里处，该

遗址的存续时间大概为公元初几个世纪。这些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残片，其中部分陶器类型〔图四〕与中

国汉代遗址、越南南部奥高遗址、菲律宾卡拉奈文化相关遗址以及印度东海岸出土细灰陶的遗址发现的

部分陶器类似，或为同一类型
‹2›
。这种相似性表明，这些地区间可能存在陶瓷贸易与技术交流。

据学者推测，泰国的考山考遗址与缅甸的马里万和奥吉遗址所在的克拉地峡，其东、西两岸可能就

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两个地点
‹3›
。虽然目前经正式考古发掘的遗址数量还很有

限，但相关发现也大体揭示了克拉地峡作为连接早期东西方海陆通道的重要性。

三国时期万震所著《南州异物志》提到了ª典逊º和ª句稚º两处地点，ª句稚，去典逊八百里，有江口，

西南向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
‹4›
，浅而多磁石º

‹5›
。东晋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亦有提及，能够与

《南州异物志》的记载呼应，ª句稚国，去典逊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东北入，正东北行，大崎头出涨

海中，水浅而多慈石，外徼人乘舶船皆铁叶，至此崎头，阂慈石不得过，皆止句稚，货易而还也º
‹6›
。唐

杜佑《通典》记载了南朝梁时期（502—557）的见闻，其中对典逊的位置和贸易盛况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ª顿逊国，梁时闻焉，一曰典逊。在海崎上，地方千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今柬埔寨
‹7›
），北去扶南可

‹1›  Brigitte Borell, ªIsthmus von Kra: im Schnittp Unktmari Timer Routenº, in Mai Lin Tjoa-Bonatz & Andreas Reinecke (eds.), Im Schatten 

von Angkor: Archdologie und Geschichte Sudostasiens. Darmstadt: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15, pp.45-54.

‹2›  Bérénice Bellina et al., ªMyanmar’s earliest Maritime Silk Road port-settlements revealedº, in Antiquity, 92 (366), 2018.

‹3›  前揭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第 86－91页；熊昭明《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3－15页。

‹4›  学者对涨海所指的范围有不同的看法，但均不出ª南海º的范围。参见南溟子《涨海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

61－64页；刘栋《汉唐时期ª涨海º的含义及其与南海的关系》，《南海学刊》2022年第2期，第43－56页。

‹5›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九〇，中华书局，1960年，第3501页。

‹6›  （东晋）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道藏》第18 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7页。 

‹7›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前编ª上古时代之中外交通º，中华书局，2003年，第28页。

〔图四〕 中国汉代陶瓷残片
缅甸奥吉 （Aw Gyi） 遗址出土
采自Bérénice Bellina et al., p.4



汉六朝时期中国与南洋地区的海路交往 025

三千余里。其国之东界通交州（今越南中北部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
‹1›
），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

贾人多至其国市焉。所以，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涯岸，船舶未曾得径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

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种不有。º
‹2›
据考证，东界通交州、西界接天竺的典逊在克拉地峡的东侧，是陆海

联运的起点；而句稚在典逊的西南向，应该是克拉地峡西南侧的另一个贸易点，是横越地峡的终点，又

是来自天竺、安息等外国商舶的会合处。两处地点同为交通与贸易的要冲，二者承接了早期海上丝绸之

路东西方贸易货物在马来半岛地峡之间的中转
‹3›
。由此可知，句稚、典逊是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即我们

常说的中间港（Entrepot）
‹4›
。

与海陆联运方式不同的是经马六甲海峡连接东西方的航路。在《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汉使返程路线

中，只提到了ª皮宗º一处地点，ª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

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5›
，汉之译使自此还矣º

‹6›
。皮宗的位置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英

得腊其利（In-dragiri）河口外的皮散岛（Pisang）或马来西亚
‹7›
，是汉朝使节返程时中转和等候季风的地方。

文献证明，至少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上就存在着两条航道与南洋诸岛进行交往。

除了历史文献外，苏门答腊岛出土的汉代文物提供了早期海上贸易的重要实证。现存于印度尼西亚

国家博物馆、出土于苏门答腊岛的汉代黄绿釉博山炉〔图五〕和绿釉印花壶〔图六〕，是中国与苏门答腊岛、

爪哇岛早期交往的物证。这时期发现的实物标本凤毛麟角，表明此时中国与南洋地区的交往主要是人员

交往和使节往来，尚未构成一种规模化的贸易行为。

根据中国的文献记载，苏门答腊岛上最古老的王国并非现今闻名遐迩的室利佛逝（Sriwijaya）王国

（647－1397）。更早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第一个千年早期的数个世纪。长久以来，关于这些早期政权

国，如歌营（Ko-Ying）、干陀利（Kantoli）、诃罗单（Holotan）等，我们仅能通过文献中极为简略的记载了解

一二。这几个王国是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早期沿海地区的港口型商业王国，之所以相对突出，是因为它

们与印度、波斯、罗马、扶南以及中国商人之间的贸易关系。

关于歌营最早的记录见于三国时期（220－280）孙吴丹阳太守万震创作的《南州异物志》：ª歌营国在

‹1›  ª安南府，秦属象郡。……后汉因之，亦为交趾郡地。梁、陈因之。……大唐为交州，后改曰安南都护府（治所在宋平，今越南

河内）。º参见（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八四《州郡十四》ª安南府º条，中华书局，1988年，第4945页。

‹2›  前揭《通典》卷第一八八《边防四·南蛮下》ª顿逊º条，第5095页。

‹3›  刘迎胜《丝绸之路》（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4›  Dashu Qin, Kunpeng Xiang, ªSri Vijaya as the Entrepot for Circum-Indian Ocean Trade: Evidence from Documentary Record and 

Materials from Shipwreck of the 9th-10th Centuriesº, in ETUDES OCEAN INDIEN, No. 46-47, 2011, Institute National Des Language et Civilizations 

Orientales, 2012, pp.307-336.

‹5›  苏继庼《〈汉书·地理志〉已程不国即锡兰说》，载前揭南洋学会《南洋学报》第五卷第二辑，第1－4页。

‹6›  前揭《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70－1671页。

‹7›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2年，第3－4页。



026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5年第7期･ 第279期

句稚南，可一月行到，其南文湾中有洲名蒲类，上有居人，皆黑如漆，齿正白，眼赤，男女皆裸形。º
‹1›

又有《南海行记》记载：ª南中有歌营国，去京师甚远，风土隔绝，世不与中国交通，虽二汉及魏亦未曾

至也。今始有沙门菩提拔陁至焉，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国。北行十一日，至典孙国。从典孙国

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方五千里，南夷之国，最为强大。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异，饶槟

榔。从扶南国（今柬埔寨）北行一月，至林邑国（约当今越南中南部，一称占婆）。出林邑，入萧衍国（南

朝梁）。’º
‹2›
据此推测，歌营应指的是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国家。《南海行记》的作者菩提拔陁则是

史料记载中第一位从苏门答腊岛来到中国传法的高僧。

综上，在公元2至4世纪，尽管这一时期依托于马六甲海峡连接东西方的航路已经开辟，中国与印

度尼西亚群岛上的国家也建立了联系，但通过较多的文献证据和少量的考古实物表明，这一时期海上丝

绸之路的主要贸易路线是以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为枢纽的海陆联运。

‹1›  前揭（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九〇，第3501页。

‹2›  （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四《城西》ª永明寺º条，中华书局，2006年，第202页。

〔图五〕 东汉绿釉三足博山炉
印度尼西亚葛林芝 （Kerintci） 地区出土
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藏
采自Sumarah Adhyatman, Antiq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 Jakarta: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81, p.275

〔图六〕 东汉绿釉印花壶
印度尼西亚占碑市 （Jambi） 出土
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藏
采自前揭Sumarah Adhyatman, ibid., 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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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元5-6世纪：主要海上航线的变化与马六甲海峡贸易地位的提升

公元4世纪以后，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贸易航线逐渐成为了连接中国南海与印度洋的首选

通道
‹1›
。因此，绕行泰国湾后再经行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运输线便逐渐失去了重要性

‹2›
。前述越南南部

湄公河三角洲金瓯角的奥高遗址，出土的公元3－6世纪遗物较少，可能与这种变化有关。

这一时期，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中国和印度之间贸易和僧侣往来的重要

中转站。僧人法显（337－422）于东晋隆安三年（399）自长安出发，经西域通过陆路前往印度，再从印度

转至斯里兰卡。元熙元年（419），他从斯里兰卡搭乘印度商船返回中国，途中遭遇风浪，漂泊到了耶婆

提。其所著《佛国记》记载：ª如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

言。º
‹3›
法显所记述的ª耶婆提º，是梵语（Yāva-dvīpa）的对音，从法显的记载此地信奉外道与婆罗门教，佛

法不兴，再结合法显西行求法所历经的路线推断，ª耶婆提º可能位于印尼爪哇岛的西部。

法显归国的十一年后，印尼群岛内的又一政权诃罗单前来中国奉表。《宋书》对此国有传：ª呵罗

单国治阇婆洲。元嘉七年（430），遣使献金刚指镮、赤鹦鹉鸟、天竺国白迭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十年

（433），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º
‹4›
此后的元嘉十三年（436）、二十六年（449）、二十九年（452）又遣

使来中国贡献方物
‹5›
。从430年到452年的23年中，诃罗单国遣使向宋文帝献了六次方物。宋文帝元嘉

ª二十六年，太祖诏曰：‘诃罗单、媻皇、媻达三国，频越遐海，款化纳贡，远诚宜甄，可并加除授。’乃

遣使策命之曰：‘惟尔慕义款化，效诚荒遐，恩之所洽，殊远必甄，用敷典章，显兹策授。尔其钦奉凝

命，永固厥职，可不慎欤。’二十九年，又遣长史媻和沙弥献方物º
‹6›
。可见诃罗单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国

家，且治阇婆州
‹7›
，和天竺有贸易往来，与南朝的刘宋政权有着频繁的外交关系。尽管学界对其具体位

置众说纷纭，但目前比较公认阇婆洲指今爪哇岛。中大通年（529－534），ª呵罗单国，偕贝叶以齐来；

中大通年，俪药香而入献º
‹8›
。中大通年是梁武帝萧衍的第四个年号，继刘宋之后萧梁也继续与呵罗单保

持着往来关系。

‹1›   在周运中的分期研究中，东汉至六朝（2－6世纪）在中国航海史中属于勃兴期，前一阶段的战国秦汉为开辟期，后一阶段的隋

到晚唐为繁荣期；在南洋史中属于过渡期，前一阶段为海湾（扶南）时代，后一阶段为海峡（三佛齐）时代。参见前揭周运中《中国南洋古

代交通史》，第 86－91页。

‹2›   石云涛《3－6世纪中西间海上航线的变化》，《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35－48页。

‹3›   许全胜《沈曾植史地著作辑考·沈曾植史地著作九种辑校本·佛国记笺注》，中华书局，2019年，第167页。

‹4›   《宋书》卷九七《列传第五十七·夷蛮》ª呵罗单国º条，中华书局，1974年，第2381页。

‹5›   前揭《宋书》卷五《本纪第五·文帝》，第78、82、83、85、101页。

‹6›   前揭《宋书》卷九七《列传第五十七·夷蛮》ª阇婆婆达国º，第2382页。

‹7› 《南史》记为ª呵罗单国都阇婆洲º，参见《南史》卷七八《列传第六十八·海南诸国》ª呵罗单国º条，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7页。

‹8› （清）祁寯藻著，任国维整理《祁寯藻集》，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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阇婆（在今爪哇岛）这个称谓，最早见于葛洪的《太清金液神丹经》：ª杜薄、阇婆，国名也。在扶南东

涨海中洲，从扶南船行直截海度，可数十日乃到。其土人民众多，稻田耕种，女子织作白叠花布，男女

白色，皆著衣服，土地饶，金及锡铁丹砂如土，以金为钱货，出五色鹦鹉、豕鹿，豢水牛、大羊、鸡鸭，

无犀象及虎豹，男女温谨，风俗似广州人也。º
‹1›
《宋书》对阇婆也有多条记录，元嘉十二年（435）阇婆国

王师黎婆达陀阿罗跋摩曾经遣使奉表
‹2›
。阇婆、诃罗丹、阇婆娑达国应同是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或

苏门答腊岛东部的王国。

到了刘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5），被认为是室利佛逝前身的干陀利国（今苏门答腊岛中部）
‹3›
国王释婆

罗那邻陁遣长史竺留献金银宝器
‹4›
。嗣后，又于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天监十七年（518）、普通元年（520）、

陈文帝天嘉四年（563）共五次到建康访问，并赠送金银宝器、玉盘、金芙蓉、杂香药等珍贵礼物
‹5›
。

从历史文献中可见，公元5－6世纪随着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上港口型政权的崛起，这些马六甲航

线上的政权与中国之间的往来交流日渐紧密，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成为了彼此交流的润滑剂。港口型政权

为了其自身繁荣必然会发展基础设施为经停的船只提供补给、仓储和安全保障，从而吸引商船的聚集。

考古资料显示，苏门答腊岛穆西河（Musi River）下游地区应为早期贸易枢纽。史籍所载的干陀利港

口，很可能就位于此地。在南苏门答腊穆西河下游和邦加勿里洞岛区域发现的大多数遗迹表明，早在

公元1世纪上半叶，这里就存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定居点。该地区发现了许多杆栏式房屋支柱的遗迹，最

大的直径约为 30 厘米。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其中有两根这样的支柱可追溯到公元220至440年之间。这

里发现的锡制渔网坠、船木碎片和舵属于古代东南亚缝合绑扎船的制作传统，表明当时存在捕鱼和航海

活动。根据多米尼克·吉约（Dominique Guillaud）等人的研究，穆西河流域的高地河谷与下游约250公里

处的河口附近海岸，曾同时（至少在某些世纪里）被不同的、相对复杂的社会所占据，这些社会显示出明

显的等级制度迹象。在穆西河流域的上游聚落和河口地区的聚落，这些遗址出土的相关文物表明，两

个群体都参与到了远距离的货物交换网络。考古学家最近在穆西河上游谷地如巴塞马（Pasemah）巨石文

化遗址及乌卢穆西（Ulu Musi）瓮棺葬地点中，发现了玻璃珠、东山文化器物以及印度抛光红陶军持。这

表明沿海地区可能为上游地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盐和纺织品，并控制着来自上游河谷的黄金和林产品

的流通；下游定居点很可能也将当地产品（象牙、鹿角、龟甲、虎皮、珍贵木材、犀牛角）纳入了货物交换网

‹1›  前揭（东晋）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第759页。

‹2›  前揭《宋书》卷九七《列传第五十七·夷蛮》ª阇婆婆达国º，第2383页。

‹3›  ª三佛齐，古名干陀利。刘宋孝武帝时，常遣使奉贡。梁武帝时数至。宋名三佛齐，修贡不绝。º《明史》卷三二四《列传第

二百十二·外国五》ª三佛齐º条，中华书局，1974年，第8406页。

‹4›  前揭《宋书》卷九七《列传第五十七·夷蛮》ª天竺迦毗黎国ºª苏摩黎国ºª斤陁利国ºª婆黎国º，第2386页。

‹5›  《册府元龟》卷九六八《外臣部（十三）·朝贡》，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11、11213、11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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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1›
。基于现有证据，可以看出沿海居民充当了高地族群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中介

‹2›
。 

实物证据表明，在室利佛逝国创立之前，六朝时期来自中国的瓷器已经在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上流

通。典型器物有巨港市（Palembang）室利佛逝博物馆（Museum Srivijaya）收藏的两件出土于穆西河下游艾

尔苏吉汉（Air Sugihan）的南朝青瓷鸡首壶〔图七〕。另有一件南朝青瓷鸡首壶收被收藏于印度尼西亚国家

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Indonesia），其出土于穆西河上游的明古鲁（Bengkulu），馆藏编号为1728。由

此可见，作为室利佛逝王国行政中心的巨港早在室利佛逝王国兴起之前已就成为上下游之间交往的重要

节点。在今巨港市附近出土的南朝时期的岳州窑鸡首壶，很好地证明了这点〔图八〕
‹3›
。

此外，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些可能出土于爪哇岛的南朝青瓷器，如鸡首壶、虎子和

‹1›  参见Tri Marhaeni, ªPemukiman pra-Sriwijaya di Karangagung Tengah: Sebuah kajian awalº, in Siddhayâtra, 7(2), 2002, pp.65-89; Tri 

Marhaeni, ªPemukiman pra-Sriwijaya di Pantai Timur Sumatera Kawasan Karangagung Tengah Kabupaten Musi Banyuasin, Provinsi Sumatera 

Selatanº, in Berita Penelitian Arkeologi 13, 2006, pp.1-44; Yusmaini Eriawati, ªPola Hias Tembikar Dari Situs Karang Agung Musi Banyo Asin (MUBA), 

Sumatra Selatanº, in Amerta, 2004, pp.64-91.

‹2›  Dominik Bonatz, et al. (eds.), From Distant Tales: Archaeology and Ethnohistory in the Highlands of Sumatra,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 pp.416-432. 

‹3›  Darrell J. Kitchener & Heny Kustiarsih, Ceramics from the Musi River, Palembang, Indonesia: Based on a private collec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No. 22, 2019.

〔图七〕 南朝岳州窑鸡首壶
印度尼西亚艾尔苏吉汉 （Air Sugihan） 地区出土
巨港市室利佛逝博物馆 （Museum Srivijaya） 藏
于永健摄

〔图八〕 南朝岳州窑鸡首壶
印度尼西亚巨港市附近出土
于永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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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口瓶〔图九，图

十〕
‹1›
。关于这几件器

物的产地，以往认

为是来自越窑
‹2›
，但

从新近的研究成果和

认知来看，很可能是

岳州窑的产品
‹3›
。那

么六朝的瓷器产品可

能主要来自湖南省，

其输出路线很可能是

从湖南经广州出海运

往南洋，因为在广州

南越王宫遗址的发掘

中也出土了一些被判定为六朝时期的岳州窑青瓷器〔图十一，图十二〕
‹4›
，在西沙群岛的北礁也发现了南

朝时期的青釉六耳罐与青釉杯
‹5›
。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上发现的这些六朝时期的中国青瓷，不仅为以上所

说岛屿间的交往提供了佐证，也为研究早期中国与南洋地区的海路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三  结论

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在公元2世纪，中国通过海路与东南亚国家已经有了人员往来和货物交

换，最远可抵达印度次大陆。公元2－4世纪，中国和南洋诸国贸易往来的重要路线是沿中南半岛航行

进入泰国湾，再通过克拉地峡或周边狭窄地区的陆路连接到北印度洋，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东西两侧的典

逊和句稚成为重要的贸易地。文献记载ª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种不有º
‹6›
的典逊和克拉地

峡东西两侧遗址出土的汉代遗物证实了这一论断。这条道路尽管看上去比较复杂，但可避免长距离航海

‹1›  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批中国陶瓷器为荷兰人Egbert Willim van Orsoy de Flines（1886－1964）于1932年捐赠，数量达

六千余件。与之类似的器物常见于爪哇。

‹2›  参见秦大树、任林梅《早期海上贸易中的越窑青瓷及相关问题讨论》，《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2期，第96－111页。

‹3›  李建毛、张艳华、郭三娟《湘水流过的陶与瓷》，湖南美术出版社，2024年，第99－167页。

‹4›  此资料承南越王宫遗址的发掘负责人，广州市南越王博物院李灶新研究员见告并提供资料，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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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南朝岳州窑青瓷双系盘口瓶
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藏
齐东方摄

〔图九〕 南朝青瓷鸡首壶和青瓷虎子
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藏
楼建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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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这在早期阶段是合理的。同样在这一时期，经马六甲海峡连接

东西方的航路也已经开通，但尚未成为连接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主流通

道。公元5至6世纪，随着马六甲海峡沿岸港口城邦的崛起，该区域成为

稳定的贸易网络与宗教传播通道的节点。依托这些新兴城邦提供的安

全锚地与补给体系，往来商船逐渐摒弃需经克拉地峡的复杂的陆海联

运路线，转而全程采用马六甲海峡的海路航线。这一航运路线的优化

选择，既得益于沿岸政权对航路保障能力的提升，也反映出当时海上

贸易效率需求的显著增长。

在室利佛逝王国兴起前，苏门答腊与爪哇的早期政权（如叶调、干陀

利、诃罗单、阇婆、阇婆娑达）已开始参与海上的货物交换，亦可称为海上

贸易。它们既是佛教传播的中继站，也是印度、波斯、罗马与中国商品的

集散地，其政治合法性往往通过与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得以强化。印尼

诸岛从偶尔的贸易中转站发展为区域性佛教文化和贸易中心，为室利佛

逝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苏门答腊东南部考古发现表明，沿海低地早在公

元1世纪已形成人口密集的定居点，其上下游资源交换网络和岛屿之间

的联系，为联通范围更加广阔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本文梳理的文献资料证明，中国古代对苏门答腊和爪哇岛的记载陆续出

现在六朝时期，而苏门答腊岛上出土的南朝青瓷器从一定程度上表明，

自南朝开始，中国与控制马六甲海峡的王国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并向

东通过爪哇岛获取大巽他群岛上的各种林产和海货。这一历史脉络为南

洋地区的航线变化提供了依据，为理解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文化与地缘视角。

［作者单位：于永健，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生）；

秦大树，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

高宪平，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图十一〕 东晋岳州窑青瓷钵
广州南越王宫遗址出土
李灶新供图

〔图十二〕 东晋岳州窑青瓷盘
广州南越王宫遗址出土
李灶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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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eginning of Chinese Ceramics Export ÐÐ ■e Land and Sea 
Trade during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Qin Dashu  Li Hanxiao

ABsTRAcT: This thesis probes into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eramics large-scale export 
from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the latter half of the 8th to the early 9th centuries) when 
the ceramics got exported on a large scale as commodity overseas by land and sea, as is 
documented and confirmed in both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But soon later, 
the shipment mostly took sea instead of land. ■e export ceramic products of initial stage 
were mainly sourced from the Gongyi kilns such as the white wares, the Sancai wares and 
the white wares with green splashes, some of which were exported by land to the Central 
Asia by ■e History of Beyhaqi (《贝伊哈奇史 》). It is confirmed by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at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porcelain with the Tang tri-colored (Sancai) pottery as the 
representative was sold to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and West Asia by sea during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rom East Asia support that there were 
already considerable export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discovered objects in Indian Ocean region date back to the late Tang Dynasty 
whereas. It means the range of maritime trade and business is expanding along multi-
routes. The combination of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uncovers the 
scale, the routes of ship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eramics export during the 
middle Tang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government promotion and folk trade joint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an overall prosperity of ceramic export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Tang 
to the Five Dynasties.

KEywoRDs: ceramics export;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maritime trade;  land 
trade;  ■e History of Beyhaqi (《贝伊哈奇史 》)

On Sino-Southeast Asia Maritime Intercourses over the Han to the 
Six Dynasties

Yu Yongjian  Qin Dashu  Gao Xianping   

ABsTRAcT:  This thesis proceeds with the maritime routes to the Malay Peninsula’s Kra 
Isthmus and Malacca Strait regions included in the ‘Treatise on Geography’ of the Book of Han’ 
(《 汉 书 · 地 理 志 》) to analyze the beginnings of maritime trans-region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oncerning shipment and major route changes by 
examining ceramic artifacts excavated from ancient port sites, excavated objects and 
museum collections in Vietnam, ■ailand, the Malay Peninsula, Sumatra Island, and Java 
Isl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suggest that China had established 
maritime networks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no later than the 2nd century reaching 
as far as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which facilitated personnel exchanges and trades. During 
the 2nd-4th centuries, the main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ran 
along the Indochinese Peninsula into the Gulf of Thailand, which was then connected to 
the northern Indian Ocean via the Kra Isthmus or nearby narrow land passages. During the 
5th-6th centuries, with the navigation capability improving and the port city-states rising 
along the Malacca Strait, this region became a node in stable trade networks and religious 
transmission channels. Before the rise of the Srivijaya Kingdom, early polities in Suma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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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Java had already begun maritime trade with China. ■is historical progression provides 
evidence for maritime route chang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offers cultural and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China.  

KEywoRDs: the Han to the Six Dynasties;  maritime silk road;  land-sea combined 
transportation routes;  Malacca Strait;  trade pattern changes

■e Excavated Commercial Ceramics at the Shuomen Ancient Port 
Site in Wenzhou and the Related Issues Considered  

Liang Yanhua  Zhu Guanxing  

ABsTRAcT:  ■is thesis presents in outline the discarded piles of commercial ceramics of 
types excavated at the site of the Shuomen Ancient Port, pointing that there used to be two 
commodity transaction marke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ites. The unearthed objects 
in proportion, birthplace as well as the stratigraphic phenomenon indicate considerable 
reduction in the quantity of the Southern-Song Longquan ceramics.  

KEywoRDs: the Shuomen Ancient Port Site;  the Longquan kiln/ware;  commercial 
ceramics 

On the Ceramics Exclusive for the Early Lê Palace of Annam in the 
15th Century 

Gao Xianping  Shao Xin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eramic objects with exceptional class and quality 
discovered at the ■ang Long Imperial Citadel site in Vietnam ever since 2002 has drawn 
scholars’ attention to the court porcelain of the Later Le Dynasty of Annam (Đại Việ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excavated objects are there a large quantity of official-styled ceramics 
decorated with dragon and phoenix motifs, which are contrasted and analyzed scientifically 
with the imperial porcelain fired in the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s. But, But, compared with 
the porcelain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and palace of the Ming Dynasty princes in recent 
years, and by the ritual hierarchy under the tribute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this type  of 
Vietnamese ceramics closely resembles to the early Ming dynasty’s ‘princely ceramics’ ( 藩
王用瓷 ) . ■e emergence of the ceramic tradition can be traced to a confluence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unique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15th-century Annam (aligned with the early-mid 
Ming period), its historical ceramic traditions, intensive cultural and personnel exchanges 
with the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evolving state policies and nascent ethnic consciousness.

KEywoRDs: the Early Lê Dynasty of Annam;  Thang Long Imperial Citadel site;  court 
ceramics, princely cer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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